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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众多政策性文件指出，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过程中，国有企业要发

挥表率作用。 但是，在“二元所有制结构”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显著

差异性和演变趋势的“若即若离”性，似乎预示着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形成机制远比

表率作用复杂。 为了揭示其中的机理，本文按照“动机—态度—行为反应”的逻辑，围绕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溢出效应展开了分析。 分析表明，在当前的制度环

境下，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具有寻租性，且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持有“欲迎还

拒”态度，民营企业则持有“欲拒还迎”态度。 受此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社会

责任溢出效应具有多向度性：①当所有权性质相同时，周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会正向显

著影响焦点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②当所有权性质不同时，周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也会

正向显著影响焦点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③上述两种溢出性影响共存时，产生的交互效应

则具有互替性。 进而言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溢出性影响是把“双刃

剑”，并在制衡中推动着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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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国务院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先后出台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

意见》和《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等文件。 上述文件蕴含着这样一个共同的

期望：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过程中，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 经过若干年发展，中国国有

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成绩斐然（丁晓钦和陈昊，２０１５） ［１］，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有没有发挥表率作

用，国有企业究竟对谁发挥了表率作用这样的基础性议题，学术界尚未做出明确的回答。
虽然国有企业在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有了较大进步，但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水平

并不高（周中胜等，２０１２［２］；唐鹏程和杨树旺，２０１６［３］ ）。 事实上，即便是发展至 ２０１６ 年，中国的企

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也仅为 ３５􀆰 １ 分（黄群慧等，２０１６） ［４］，且该指数还是根据“３００ 强企业”数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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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 此外，近些年来，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确实也在增长，但其增速日渐趋缓（如图 １
所示）。 承前所述，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过程中，如果国有企业真的发挥了表率作用，那么，
在基数并不大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仍会如此之低？

带着上述疑问，考虑到前述文件暗含的，国有企业表率对象的指向性，按照所有制结构二元性

逻辑，本文将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拆分开来，结果发现（如图 １ 所示）：一方面，国有企业

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具有明显的数量差异；但另一方面，二者的变化趋势又具有相似性

（ｂ ＝ ０􀆰 ７７，ｐ ＜ ０􀆰 ０５）。 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呈现出了既亲近又疏离的“若即

若离”式特征。 这种“若即若离”式特征形成的机制是什么？ 类似特征是否意味着，在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相互影响的？ 如果相互影响是存在的，二者之间的发展

水平差异是否还会产生一定的制衡性，并抑制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优化？ ①

图 １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差异与演变趋势①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２００９—２０１６）绘制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结合中国的制度环境，从“二元所有制结构”入手，围绕企业社会

责任的溢出效应展开分析。 就行文结构而言，本文将沿着“动机—态度—行为反应”的逻辑展开。
之所以采用上述逻辑，原因在于：第一，从组织管理的角度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是企业做出的

一种决策（Ｇａｌｂｒｅａｔｈ，２０１０） ［５］ ，这种决策深受组织动机和态度的影响（Ｚｕ 和 Ｓｏｎｇ，２００９［６］ ；朱斌，
２０１５［７］ ）。 特别是，社会责任的基本思想是企业需要承担推动社会进步的多种义务（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１９９４） ［８］ ，面对义务性溢出，受溢方吸收意愿的作用更加突出。 第二，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受二

元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持有

的社会责任态度具有一定的分异性，并直接影响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社会责任溢出的方向与

效果。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根据“动机—态度—行为反应”这一逻辑，

在“二元所有制结构”下，从理论层面系统地阐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形成的内在

机制。 特别是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待社会责任“迎”与“拒”态度的探讨，有助于深入认知所有

制差异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及其影响。 第二，本文发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溢

出效应是多向度的，且具有制衡性，从而评估了“发挥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率作用”这一制度设计

的实践效果，并解释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低水平演进的成因，相关结论可以为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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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构建与研究假设

１． 寻租与被动回应：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与特征

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早期研究将其归纳为“工具性”和“规范性”。 具体而言，“工具

性”观点认为，社会责任是一种实现企业价值创造目标的手段；但“规范性”观点则认为，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主要是出于对道德伦理的追寻（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和 Ｐｒｅｓｔｏｎ，１９９５） ［９］。 此后，持“工具性”观点的

相关研究越来越多，但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其中，在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展开的研究认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主要是为了塑造战略地位、实现收益最大化，或代理人自利等（Ｐｏｒｔｅｒ 和 Ｋｒａｍｅｒ，
２００２［１０］；Ｊｈａ 和 Ｃｏｘ，２０１５［１１］）；在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展开的研究则认为，企业是为了回应

公众和非政府组织的期望，并避免负面宣传等 （Ｒｕｎｈａａｒ 和 Ｌａｆｆｅｒｔｙ，２００９［１２］； Ｊａｍａｌｉ 和 Ｋａｒａｍ，
２０１８［１３］）。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人们越发清晰地认识到企业行为往往内生于制度环境，此种状态下，
如果忽略制度环境的作用，已无法有效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Ｄｏｈ 和 Ｇｕａｙ，２００６［１４］；Ｌｕｏ 等，
２０１７［１５］）。

中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当然也会受到道德伦理的驱动（许年行和李哲，２０１６） ［１６］，但从发

展历程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中的制度环境基因尤为突出。 其中，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附属

于政府，其基本责任就是完成指令性任务并替政府提供社会福利；在经济转型初期，商业伦理破坏

殆尽、制度供给不足，企业追求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利益而不是社会福利（黄晓鹏，２００７） ［１７］；此后，伴
随着转型的深入，政府开始关注社会责任制度建设，作为回应，增进社会福利重新成为了企业经营

的目标。 但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转型经济体，市场的不完备程度尤为严重 （王永钦，
２０１０） ［１８］；计划体制和市场机制的交互式共存，也可能会带来制度空隙（石军伟等，２００９） ［１９］。 特别

是，在“地方分权的威权体制”改革中，尚缺乏一套有效的将商业与政府分开的机制（Ｄｅｔｏｍａｓｉ，
２００８［２０］；Ｘｕ，２０１１［２１］），这就为政企合谋，为企业社会责任寻租行为提供了空间。 在上述情景下，绝
大部分研究都认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与公权力干预下的寻租行为有关，并导致了企业

社会责任形式与实质的偏离（肖红军和张哲，２０１６） ［２２］，企业伪社会责任行为也随之泛滥。
其中，在自由裁量领域，通过文献回顾，学者发现中国企业捐款的目的具有典型“工具性”，如

获取广告效用、建立政企纽带、发挥“政治献金”效应、实现避税等（李增福等，２０１６） ［２３］。 当然，慈
善捐款并不能代表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部，为此，陈钊等（２０１６） ［２４］ 比较了具有“政治身份”的中国民

营企业家在进行慈善捐款的同时，是否还会致力于改善员工福利？ 但答案是否定的，朱斌

（２０１５） ［７］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 在更广义的社会责任行为中，中国企业的寻租动机也屡屡被揭

示。 仅以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为例，学者发现，为了获得额外的经济租，中国企业会采取断耦策略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响应政府传递出的尽责信号（Ｍａｒｑｕｉｓ 和 Ｑｉａｎ，２０１４） ［２５］，会积极利用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的制度压力冲突，并采取相机抉择式的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策略（Ｌｕｏ 等，２０１７） ［１５］。 在以多国

企业为样本的研究中甚至发现，与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披露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但是可

信度更差，而中国样本的可信度最低（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Ｆｅｉｊｏｏ 等，２０１４） ［２６］。
在寻租动机驱动下，面对社会期望，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特征，被动回应性有余而主动嵌

入性不足，即多数情况下，企业将社会责任看作是负担而不是发展的动力（高汉洋，２０１２） ［２７］。 当

然，在转型经济体内，回应本身也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共性特征（Ｍａｔｔｅｎ 和 Ｍｏｏｎ，２００８） ［２８］。 不

过，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回应更偏重反应性与防御性，而不是适应性与前瞻性。 在寻租性动机和被

动回应社会期望的共同作用下，即便企业已经认识到了自身对社会福利改进的责任，并做出了履行

社会责任的承诺，但其承诺与行为也未必是一致的。 自然地，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会出现背离，典
型表现之一是，企业不断地对外部利益相关者展示善意，但又对部分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福利漠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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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朱斌，２０１５［７］；陈钊等，２０１６［２４］）；或者是，企业承认了履行环境责任的合法性地位，但又不断地

实施着“漂绿”行为（Ｇｕｏ 等，２０１８） ［２９］。
２． “迎”与“拒”：“二元所有制结构”下企业的社会责任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的是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二元所有制体制。 对于两

种所有制，虽然有观点认为“公有制具有天然的向善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刘长明，２０１７） ［３０］，
但至少在当前阶段，“二元所有制结构”下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社会责任重要性的看法并没

有本质差异（杨力，２０１４） ［３１］，二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均具有寻租性，行为也均具有被动回应性。
当然，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占有和支配，决定了它们根据谁的意愿使用、为谁的利益服务（吴宣恭，
２０１６） ［３２］。 受该属性的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待社会责任的具体态度又有所不同。 其中，国
有企业的态度可以描述为“欲迎还拒”，民营企业的态度则可以归纳为“欲拒还迎”。

具体而言，公有制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本，由国家创立和实际控制着的国有企业，自然而然地被

赋予了承担社会责任的职能，或者说承担社会责任本身就是国有企业必须面对的、不可推卸的、与
生俱来的分内职责（张建君，２０１３） ［３３］。 同时，国有企业高管多是由政府任命的，履行社会责任不仅

仅是其获得职务晋升的必要条件（刘青松和肖星，２０１５） ［３４］，也是业绩不佳时高管卸责的借口（王
新等，２０１５） ［３５］，因此，国有企业更有可能主动参与或配合政府完成相应的社会任务（唐鹏程和杨树

旺，２０１６） ［３］。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毕竟还是企业，是企业就有追求利润的先天动

机。 特别是，当企业业绩低于门槛值时，即便是承担了社会责任也不会降低国有企业高管降职的可

能性（刘青松和肖星，２０１５） ［３４］；同时，由于政府干预的存在，市场也不一定会认可国有企业的社会

责任行为（张胜等，２０１２） ［３６］，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投入不一定会产生相应的收益。 因此，
除非情况特殊，否则国有企业也不愿意过度地履行社会责任，以避免消耗太多的资源而对企业的业

绩产生负面冲击。 此外，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就是使得国有企业既有动

机，又有机会在“欢迎”社会责任的同时，消极地对待政府摊派的任务，即“欲迎还拒”。
承担社会责任是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职责，但不是民营企业天生的职责。 特别是，按照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民营企业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企业经营

的首要目标就是追求超额利润（吴宣恭，２０１６） ［３２］，企业的其他行为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民营企

业天生不会关注社会责任问题（徐传谌和邹俊，２０１１） ［３７］。 事实上，发源于美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思

想，本身就是在私营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与对抗的背景下产生的，即从起源的角度看，私
营企业本身就缺乏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历史性“基因”（谭克诚和张衔，２０１３） ［３８］。 受此影响，加之

人们对民营经济的理论认知和政治认知并不完备（程承坪和邱依婷，２０１６） ［３９］，致使所有制歧视性

管制现象较为普遍。 在歧视性管制下，与国有企业相比，中国的民营企业天生就面临着合法性不足

等问题。 当然，随着改革的推进，由意识形态驱动的所有制歧视现象逐渐消失了，但是在市场准入、
融资等领域，民营企业仍面临着不公平竞争（荣兆梓，２０１３） ［４０］；同时，民营企业创立与发展所需要

的关键性经济资源与行政资源都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并且这些资源的分配往往是不透明的且缺乏

有效的司法监督（戴亦一等，２０１４） ［４１］。 此种背景下，虽然社会责任不是民营企业的天生职责，但是

在现实中，民营企业有通过捐款等社会责任行为获取合法性、“购买”关键资源的强烈动机，即民营

企业对社会责任持有“欲拒还迎”态度。 “穷济天下”等违背国人传统处世观的行为（王鹏程和李建

标，２０１５） ［４２］、“内恶外善”式的社会责任行为（朱斌，２０１５） ［７］都是上述态度的典型表现。
３． 谁影响了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对社会责任溢出的行为反应

企业社会责任溢出是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跨越了企业边界，对其他企业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

外部影响。 虽然相关影响的作用不容低估，但就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溢出而言，学者关注的焦点主

要是负面社会责任事件的溢出效应（Ｋａｎｇ，２００８［４３］；费显政等，２０１０［４４］）、社会责任行为诱发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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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损失效应 （ Ｃｈｅｎ 等，２０１６） ［４５］，以及制度等值体影响下的社会责任趋同效应 （Ｍａｒｑｕｉｓ 和

Ｔｉｌｃｓｉｋ，２０１６） ［４６］，却很少有文献关注“二元所有制结构”下的相关议题。 此外，如前文所述，社会责

任的基本思想是企业需要承担推动社会进步的多种义务（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１９９４） ［８］，在义务属性下，企业

社会责任溢出的方向也有别于知识和技术创新类溢出：在知识、技术创新溢出中，影响效应更多的

是从优势方向劣势方传递（Ｇｉｌｂｅｒｔ 等，２００８） ［４７］；但是，在企业社会责任溢出中，受寻租性社会责任

动机与相关态度的影响，影响效应则是多向度的。
为了阐明相关机制，根据溢出方和受溢方的不同，本文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

溢出性影响分成了两大类共四小类。 其中，第一大类是所有权性质相同企业之间的影响，包括两小

类：一是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对焦点性国有企业的影响，二是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

现对焦点性民营企业的影响。 第二大类是所有权性质不同企业之间的影响，同样包括两小类：一是

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对焦点性民营企业的影响，二是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对焦

点性国有企业的影响。
（１）所有权性质相同时，企业社会责任的溢出性影响。 基于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寻租性

动机与被动回应性特征，结合不同所有制企业“迎”与“拒”的矛盾性态度，本文认为，对于所有权性

质相同的企业而言，周围同类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构筑了本企业社会责任投入的基准，即焦点性国

有企业会积极学习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同样，焦点性民营企业也会积极学习周围民营企

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所以会主动吸收同类企业的溢出，相关机制主要包括：第一，根据溢出

效应理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会通过传染效应对其他相似企业产生类似的影响 （费显政等，
２０１０） ［４４］，而且相似性越大溢出效应越强（Ａｉｅｌｌｏ 和 Ｃａｒｄａｍｏｎｅ，２００８） ［４８］。 在产权分异下，国有企

业和民营企业遵从的制度逻辑存在明显差异（缑倩雯和蔡宁，２０１５） ［４９］，受体制临近性的影响，传染

效应更容易发生在具有相同产权的企业之间。 研究也表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取向有所不同，如民营企业多热衷于通过捐款建立政治关联（戴亦一等，２０１４） ［４１］，国有企业更有动

力承担政治任务以获得晋升或卸责等。 第二，根据制度同构理论，当面对不确定环境时，在模仿性

同构力作用下，企业会主动模仿其他企业的行为以降低不确定性。 当前，中国的制度环境复杂多

变，宏观环境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石军伟等，２００９） ［１９］，在寻租而不是主动增进社会福利这一社会

责任动机下，为了避免在完成政治任务时因表现差异而被甄别开来，国有企业从众性模仿同样处于

“体制内”的国有企业更具有工具理性，这一点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Ｌｕｏ 等，
２０１７） ［１５］；同样，民营企业与处于同一阵营的民营企业保持一致，也有利于降低被政府掠夺的风险。
第三，社会公众对处于体制内外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期望有别，两类企业面临的制度压力有

别，两类企业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也有别，因此，接收同类企业的社会责任溢出或模仿同类企业的社

会责任行为更具有恰适性。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所有权性质相同时，周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会正向显著影响焦点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在“二元所有制结构”下，假设 Ｈ１ 也可以分解为：
Ｈ１ａ：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会正向显著影响焦点性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Ｈ１ｂ：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会正向显著影响焦点性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２）所有权性质不同时，企业社会责任的溢出性影响。 本文认为，受寻租性动机和“迎”与

“拒”矛盾性态度的影响，对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而言，周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也是本企业社

会责任投入的参照体，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照周围民营

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同样，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也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照周围国有企

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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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所以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照彼此的社会责任表现，相关机制主要包

括：第一，知识溢出理论认为，知识溢出过程是知识无意识传播的过程（Ｐｅｒｒｉ 等，２０１３） ［５０］。 当国有

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存在于同一空间时，即便两者持有的社会责任态度存在较大差异，企业社会责任

知识特别是默会知识仍然会伴随着人员流动、贸易联系以及关系网络联结等，在所有权性质有别的

企业之间流动。 第二，新制度主义理论表明，制度逻辑是多元并存的，作为转型经济体，国有企业一

方面会受到国家逻辑的主导；另一方面也会受到市场逻辑的影响（缑倩雯和蔡宁，２０１５） ［４９］。 在

“欲迎还拒”社会责任态度下，不能排除国有企业有向底部竞争（ｒ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模仿民营企业社

会责任表现的可能性，特别是在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威权体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

制度压力存在冲突，企业采取断藕性社会责任策略可以获得良好绩效的情况下（Ｌｕｏ 等，２０１７） ［１５］。
同样，虽然民营企业遵从的主要是市场逻辑，但在“欲拒还迎”社会责任态度下，民营企业也会积极

响应政府提出的各类发展目标，以便获得公权力干预下的经济租。 第三，决策理论中的参照点效应

表明，决策过程往往隐含着参照标准（Ｌｉｎ 等，２００６） ［５１］，在寻租性动机作用下，在既“迎”又“拒”中，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很多时候都是基于对方的表现而调整的。 利益相关者对国

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诉求也会以民营企业为参照，当然，对国有企业行为的观察也有利于民营企业解

决自身的问题（潘奇等，２０１５） ［５２］。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所有权性质不同时，周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会正向显著影响焦点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在“二元所有制结构”下，假设 Ｈ２ 也可以分解为：
Ｈ２ａ：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会正向显著影响焦点性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Ｈ２ｂ：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会正向显著影响焦点性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３）“二元所有制结构”下，企业社会责任溢出性影响的交互效应。 假设 Ｈ１ 和假设 Ｈ２ 认为，企

业所接收的社会责任溢出效应不仅来自周围所有权性质相同的企业，也来自周围所有权性质不同

的企业。 但客观情况是，在同一区域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并存的，来自相同所有权企业的社

会责任溢出与不同所有权企业的社会责任溢出也是并存的，两类溢出的并存对焦点企业的社会责

任表现又会产生怎样的交互效应？
如前文所述，对于所有权性质相同的企业而言，周围同类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构筑了本企业社

会责任投入的基准，这一基准界定了企业学习与模仿的对象；同时，对于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而

言，周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是本企业社会责任投入的参照体，这一参照体扩展了企业处理“迎”
与“拒”的比照对象。 基准与参照体的并存，奠定了交互效应形成的基础：第一，从资源基础和吸收

意愿的角度看，焦点性民营企业越是接收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溢出，对周围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溢出的接收度就会越低，焦点性国有企业的行为反应也是如此。 第二，从竞争取向的角度看，焦点

性国有企业越是向底部竞争学习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会忽略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

任溢出；同样，焦点性民营企业越是向上竞争学习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会忽略周围民

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溢出。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所有权性质相同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溢出效应，与所有权性质不同企业之间社会责任溢

出效应，二者之间存在互替关系。
在“二元所有制结构”下，假设 Ｈ３ 也可以分解为：
Ｈ３ａ：周围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焦点性国有企业的溢出效应，与周围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

现对焦点性国有企业的溢出效应，二者之间存在互替关系。
Ｈ３ｂ：周围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焦点性民营企业的溢出效应，与周围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表

现对焦点性民营企业的溢出效应，二者之间存在互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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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１． 变量定义与检验模型

（１）因变量。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本文使用和讯网研发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专业评测体系”进行测度。 其优点在于：第一，该测评体系覆盖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与客户

及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共包含五个一级指标、１３ 个二级指标和 ３７ 个三级指标，
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权威性，并获得了学界的认可（陈志军和闵亦杰，２０１５［５３］；唐鹏程和杨树旺，
２０１６［３］）；第二，与润灵环球责任评级等机构提供的几百家数据相比，和讯网对所有上市公司的社

会责任水平进行了评估，样本覆盖面广，可以有效避免样本的选择性偏误。 值得注意的是，和讯网

在测度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水平时，已经根据企业所在行业类型的不同对一级指标的权重进行了调

整。 在分析时，本文对 ＣＳＲ 进行了自然对数变换。
（２）自变量。 一般而言，从受溢方的角度看，溢出效应多是从相关企业的作用跨越了企业边

界，进而对焦点企业产生影响的角度展开的（费显政等，２０１０） ［４４］。 考虑到企业在空间上的分布不

是均质的，距离的空间阻碍效应也会提高交易成本（Ｄｅｇｌ􀆳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ｉ 等，２０１７） ［５４］，并削弱企业社会责

任的溢出性影响（Ｗａｎｇ 和 Ｗｕ，２０１６） ［５５］，因此，本文参照 Ｈｕｓｔｅｄ 等（２０１５） ［５６］ 的方法，引入了局部

企业社会责任密度（Ｄｅｎ）这一概念，以便将企业位置、企业数量及其社会责任表现同时纳入到溢出

效应分析中。 具体而言，局部企业社会责任密度指的是焦点企业①与其周围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

空间分布（Ｈｕｓｔｅｄ 等，２０１５） ［５６］，当焦点企业周围的企业数量增加，或者具有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

表现时，局部企业社会责任密度便会增加，相应地，周围企业对焦点企业的溢出性影响也会增加。
其计算公式为：

Ｄｅｎｉｔ ＝ ∑ ｎ

ｊ

ＣＳＲ ｊｔ

（１ ＋ Ｄｉｓｉｊ）
（１）

　 　 其中，Ｄｅｎｉｔ表示焦点企业 ｉ 在 ｔ 时刻的社会责任密度；ＣＳＲ ｊｔ表示周围企业 ｊ 在 ｔ 时刻的社会责任

表现；Ｄｉｓｉｊ表示企业 ｉ 和 ｊ 总部所在地之间的球面距离，公式为：

Ｄｉｓｉｊ ＝ ａｒｃｃｏｓ（ｄｅｇｉｊ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２πｒ

３６０ （２）

　 　 其中，ｄｅｇｉｊ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ｓ（ ｌａｔｉ） × ｃｏｓ（ ｌｏｎｉ） × ｃｏｓ（ ｌａｔ ｊ） × ｃｏｓ（ ｌｏｎ ｊ） ＋ ｃｏｓ（ ｌａｔｉ） × ｓｉｎ（ ｌｏｎｉ） × ｃｏｓ（ ｌａｔ ｊ） ×

ｓｉｎ（ ｌｏｎ ｊ） ＋ ｓｉｎ（ ｌａｔｉ） × ｓｉｎ（ ｌａｔ ｊ）。 其中，ｌａｔ、ｌｏｎ 依次表示企业 ｉ 和 ｊ 的总部所在地的经度和维度。 ｒ
表示地球半径，文中取值为 ６３７８ 千米。

同时，在中国分权式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省域范围而不是全国范围内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的溢出

效应②，原因在于：第一，从制度环境角度看，受“地方分权的威权体制”和“晋升锦标赛”的影响，中
国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大致范围主要是根据省域行政边界界定的（曾冰等，２０１６） ［５７］，所以，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压力主要来自省内的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 同时，在面对社会责任

这一义务时，即便是中央企业，也会积极利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度压力冲突 （ Ｌｕｏ 等，
２０１７） ［１５］，并偏好更为松弛的地方监管。 第二，从知识溢出的角度看，一方面，在转轨经济背景下，
中国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存在很多障碍，特别是省际边界壁垒对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

（巫强等，２０１６） ［５８］，这就限制了由劳动力流动引发的隐性企业社会责任知识的跨省际传播；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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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实证中，本文将“焦点企业”界定为，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某一个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接收周围企业社会责任溢出的

企业。
作为证伪性检验，本文也根据式（１）计算了全国范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密度，但实证分析表明，据此计算的溢出效应不具

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受文章篇幅影响，相关的内容将在题名为《分权框架下区位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一文中论述。



面，对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地方保护（李善同等，２００５） ［５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网络的封闭

性，降低了社会资本的流动性，从而限制了企业社会责任溢出性影响的地域范围。 第三，从企业社

会责任竞争的地域范围看，在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中，地方政府有“以邻为壑”的冲动，传统产业结

构和新兴产业结构趋同（王文举和范合军，２００８） ［６０］，全国市场一体化不足，这就限制了凭借企业社

会责任塑造竞争优势的地域范围。
（３）控制变量。 为了防止虚假相关性干扰实证结果，本文参考既有文献选择了控制变量（潘奇

等，２０１５［５２］；Ｈｕｓｔｅｄ 等，２０１５［５６］），主要包括企业规模（Ｓｉｚｅ）、资产收益率（ＲＯＡ）、资产负债率（Ａｄｒ）、
营业增长率（Ｇｒｏｗｔｈ）和企业上市年限（Ａｇｅ）等。 其中，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和营业

增长率均使用滞后一期的数据（Ｃｈｉｕ 和 Ｓｈａｒｆｍａｎ，２０１１） ［６１］，以降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企业规模则

使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李增福等，２０１６） ［２３］。 之所以使用企业上市年限而不是企业成立

年限，主要是因为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成立于计划经济时期，成立年限不能反映市场对企业的

影响（张建君和张闫龙，２０１６） ［６２］。 同时，为了控制宏观经济层面不明确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

影响，本文使用虚拟变量的方式控制了年度变量（Ｙｅａｒ）。 此外，对于行业变量（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由于和讯网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评测体系”在测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时，已经考虑了行业差异的影响，因
此有研究认为不应该重复控制该变量（马胡杰等，２０１３） ［６３］，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将对此进行比较。

（４）估计方法与模型设定。 在相关研究中，多使用控制了年度与行业的混合 ＯＬＳ 方法进行估

计（周中胜等，２０１２［２］；戴亦一等，２０１４［４１］；Ｈｕｓｔｅｄ 等，２０１５［５６］；李增福等，２０１６［２３］ ）。 但是，考虑到

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时序相关和截面相关等问题，此时使用通常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会低

估标准误，因此，本文使用潘奇等（２０１５） ［５２］、贺小刚等（２０１６） ［６４］推荐的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Ｋｒａａｙ 标准差进行

估计。 为了检验前述假设，本文设定了六个基础性回归模型，其中，方程（３） ～方程（６）用于检验假

设 Ｈ１ａ、假设 Ｈ１ｂ、假设 Ｈ２ａ和假设 Ｈ２ｂ，方程（７）和方程（８）用于检验假设 Ｈ３ａ和假设 Ｈ３ｂ。

ＣＳＲ＿ｓｉｔ ＝ αｉ ＋ β１Ｄｅｎ＿ｓｉｔ ＋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 （３）

ＣＳＲ＿ｐｉｔ ＝ αｉ ＋ β１Ｄｅｎ＿ｐｉｔ ＋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 （４）

ＣＳＲ＿ｐｉｔ ＝ αｉ ＋ β１Ｄｅｎ＿ｐｓｉｔ ＋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 （５）

ＣＳＲ＿ｓｉｔ ＝ αｉ ＋ β１Ｄｅｎ＿ ｓｐｉｔ ＋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 （６）

ＣＳＲ＿ｓｉｔ ＝ αｉ ＋ β１Ｄｅｎ＿ｓｉｔ ＋ β２Ｄｅｎ＿ｓｐｉｔ ＋ β３Ｄｅｎ＿ｓｉｔ × Ｄｅｎ＿ｓｐｉｔ ＋ ∑β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７）

ＣＳＲ＿ｐｉｔ ＝ αｉ ＋ β１Ｄｅｎ＿ｐｉｔ ＋ β２Ｄｅｎ＿ｐｓｉｔ ＋ β３Ｄｅｎ＿ｐｉｔ × Ｄｅｎ＿ｐｓｉｔ ＋ ∑β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

（８）
　 　 其中，ＣＳＲ＿ｓｉｔ表示焦点性国有企业 ｉ 在 ｔ 时刻的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ｐｉｔ表示焦点性民营企业 ｉ
在 ｔ 时刻的社会责任表现。 Ｄｅｎ＿ｓｉｔ表示在 ｔ 时刻焦点性国有企业 ｉ 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Ｄｅｎ＿ｐｉｔ表示在 ｔ 时刻焦点性民营企业 ｉ 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ｐｓｉｔ表示在 ｔ 时刻焦点性

民营企业 ｉ 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ｓｐｉｔ表示在 ｔ 时刻焦点性国有企业 ｉ 周围民营企业的

社会责任表现。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表示控制变量。
根据方程（７）和方程（８）判断 Ｄｅｎ＿ｓｉｔ与 Ｄｅｎ＿ｓｐｉｔ、Ｄｅｎ＿ｐｉｔ与 Ｄｅｎ＿ｐｓｉｔ的交互效应时，如果交互项

回归系数 β３ 的符号为负，则意味着一个变量的边际效应会随着另一个变量的增加而递减，此时，二
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替关系，反之，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属于互补关系 （郑志刚和吕秀华，
２００９） ［６５］。

２．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沪深两市所有 Ａ 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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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如下筛选：（１）剔除外资企业等不属于研究对象的企业；（２）剔除金融保险类企业；（３）剔除 ＳＴ
与 ＰＴ 类企业；（４）剔除企业社会责任值小于 ０ 的企业（唐鹏程和杨树旺，２０１６） ［３］，最终获得 １２０９６
个观测值。 主要数据来源为：财务数据和企业基本特征数据取自 ＣＳＭＡＲ 与 Ｗｉｎｄ 数据库，企业社

会责任数据取自和讯网，经纬度数据取自百度 ＡＰＩ。 为了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

在 １％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表 １ 列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其均值差异。 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均值

显著大于民营企业，表明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确实已经呈现出了国有企业优于民营企业的发

展格局。 在考虑距离影响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ｓ）的均值显著

大于民营企业周围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ｐ）的均值，但国有企业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

表现（Ｄｅｎ＿ｓｐ）与民营企业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ｐｓ）的均值差异并不显著。 此外，从
控制变量的角度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与基本特征也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国有

企业的规模、资产负债率和上市年限均显著大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和营业增长率则

均显著大于国有企业。
表 １ 变量均值的比较

解释

变量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差异

（Ｔ 值）

ＣＳＲ ３􀆰 ２４７４ ０􀆰 ７３９２ ０􀆰 ５１２８ ４􀆰 ３５５６ ３􀆰 ０７５２ ０􀆰 ５９８１ ０􀆰 ５１８８ ４􀆰 ３１９３ １３􀆰 ６８６２ａ

Ｄｅｎ
１１６􀆰 ２５９９①

６８􀆰 ５０２８③

１５５􀆰 ７７４２
７８􀆰 ２０５４

０􀆰 ３１６４
０􀆰 １８９５

６１０􀆰 ６７４０
３９０􀆰 ８７６０

７０􀆰 ８８８５②

６８􀆰 １４１８④

８６􀆰 ３２１７
１０３􀆰 ３３１３

０􀆰 １５３２
０􀆰 １４１５

４４３􀆰 ７７６０
５０５􀆰 ８４３０

１８􀆰 ８０５９ａ

０􀆰 ２１８７

ＲＯＡ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４９１ － ０􀆰 １０６５ ０􀆰 ２２１０ ０􀆰 ０７３０ ０􀆰 ０７１３ － ０􀆰 ０９２３ ０􀆰 ３７５１ － ２６􀆰 ２８１９ａ

Ａｄｒ ０􀆰 ５０９２ ０􀆰 １９９４ ０􀆰 ０８３９ ０􀆰 ９４４１ ０􀆰 ３７６６ ０􀆰 ２０８６ ０􀆰 ０３０３ ０􀆰 ９１５６ ３５􀆰 ４２９４ａ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１１６９ ０􀆰 ２７３９ － ０􀆰 ４９８６ １􀆰 ２８９９ ０􀆰 ２１０７ ０􀆰 ３５４８ － ０􀆰 ５３７０ １􀆰 ９５４６ － １６􀆰 ４０１５ａ

Ｓｉｚｅ ２２􀆰 ５０７４ １􀆰 ３９５７ １９􀆰 ７１５４ ２６􀆰 ６４７５ ２１􀆰 ２８１３ １􀆰 １１１２ １８􀆰 ５８６２ ２４􀆰 ４２９５ ５１􀆰 ８７７８ａ

Ａｇｅ １３􀆰 ９２３２ ５􀆰 ６８２３ ０ ２７ ７􀆰 ３６６１ ５􀆰 ９８１７ ０ ２７ ６１􀆰 ２９４５ａ

　 　 注：①、②、③、④依次表示 Ｄｅｎ＿ｓ、Ｄｅｎ＿ｐ、Ｄｅｎ＿ｓｐ、Ｄｅｎ＿ｐｓ；ａ 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四、 实证结果

１． 基本分析结果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本文对模型中的交互项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以降低共线性问题的干扰。 进

一步对模型进行 Ｆ 检验、ＬＭ 以及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更适用。 使用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
Ｋｒａａｙ 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其中，模型 １ ～模型 ３、模型 ７ ～模型 ９
是未重复控制行业变量情况下的统计结果，模型 ４ ～模型 ６、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２ 是重复控制行业变量

情况下的统计结果。 结果表明，在以 ＣＳＲ＿ｓ 为因变量的情况下，当重复控制行业变量时，部分主效

应的统计显著性略有提高。 从保守角度考虑，本文遵从马胡杰等（２０１３） ［６３］ 的建议，以模型 １ ～ 模

型 ３、模型 ７ ～模型 ９ 为准对假设进行统计推断，陈志军和闵亦杰（２０１５） ［５３］ 的研究也采取了相似

策略。
具体而言，模型 １ 和模型 ７ 分析了所有权性质相同时，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溢出效应；模型 ２

和模型 ８ 分析了所有权性质不同时，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溢出效应；模型 ３ 和模型 ９ 分析了企业社

会责任溢出的交互性影响。 其中，模型 １ 表明，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ｓ）与焦点性国

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ｓ）的关系显著为正，模型 ７ 表明，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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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与焦点性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ｐ）的关系也显著为正，上述两个模型验证了假设 Ｈ１，即
对于所有权性质相同的企业而言，周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会正向显著影响焦点企业的社会责任

表现。 模型 ２ 表明，国有企业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ｓｐ）与焦点性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表现（ＣＳＲ＿ｓ）的关系显著为正，模型 ８ 表明，民营企业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ｐｓ）与焦

点性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ｐ）的关系也显著为正，上述两个模型验证了假设 Ｈ２，即对于所

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而言，周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会正向显著影响焦点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可见，从溢出效应的角度看，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确实发挥了表率作用，但
是，这种作用不仅仅发生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也发生在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 同样，
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不仅影响了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也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发

展，虽然从发展水平差异的角度看相关作用未必是“表率”性的。
表 ２ 产权性质、企业社会责任溢出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ＣＳＲ＿ｓ ＣＳＲ＿ｐ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Ｄｅｎ＿ｓ
０􀆰 ０００６ａ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８ａ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６ａ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８ａ

（０􀆰 ０００）

Ｄｅｎ＿ｓｐ
０􀆰 ００２２ａ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８ｃ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３ａ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８ｃ

（０􀆰 ００１）
Ｄｅｎ＿ｓ ×
Ｄｅｎ＿ｓ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ｃ

（０􀆰 ０００）

Ｄｅｎ＿ｐ
０􀆰 ０００７ｂ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６ｂ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６ｃ

（０􀆰 ００）
０􀆰 ００１５ｂ

（０􀆰 ００１）

Ｄｅｎ＿ｐｓ
０􀆰 ０００３ｂ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０ｂ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４ｂ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０ａ

（０􀆰 ０００）
Ｄｅｎ＿ｐ ×
Ｄｅｎ＿ｐｓ

－０􀆰 ００００ａ

（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ａ

（０􀆰 ０００）

ＲＯＡ
１􀆰 ６０１２ａ

（０􀆰 ２５６）
１􀆰 ６０７９ａ

（０􀆰 ２５３）
１􀆰 ６１４５ａ

（０􀆰 ２５６）
１􀆰 ５６７２ａ

（０􀆰 ２３９）
１􀆰 ５７３８ａ

（０􀆰 ２３５）
１􀆰 ５８００ａ

（０􀆰 ２３８）
１􀆰 ２０５０ａ

（０􀆰 １８３）
１􀆰 ２０１７ａ

（０􀆰 １８１）
１􀆰 １９８２ａ

（０􀆰 １８３）
１􀆰 １８５０ａ

（０􀆰 １８８）
１􀆰 １８１８ａ

（０􀆰 １８６）
１􀆰 １７７５ａ

（０􀆰 １８８）

Ａｄｒ
－０􀆰 ３８４１ａ

（０􀆰 ０６９）
－０􀆰 ３８７７ａ

（０􀆰 ０７１）
－０􀆰 ３８１６ａ

（０􀆰 ０６９）
－０􀆰 ３６２９ａ

（０􀆰 ０６２）
－０􀆰 ３９９７ａ

（０􀆰 ０６４）
－０􀆰 ３９３４ａ

（０􀆰 ０６２）
－０􀆰 ０４７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５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７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８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６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７９
（０􀆰 ０４４）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１１１１ａ

（０􀆰 ０２５）
０􀆰 １１２２ａ

（０􀆰 ０２３）
０􀆰 １１２２ａ

（０􀆰 ０２４）
０􀆰 １０４１ａ

（０􀆰 ０２２）
０􀆰 １０５４ａ

（０􀆰 ０２２）
０􀆰 １０５４ａ

（０􀆰 ０２２）
０􀆰 ０６７９ｂ

（０􀆰 ０２２）
０􀆰 ０６７９ｂ

（０􀆰 ０２２）
０􀆰 ０６８７ｂ

（０􀆰 ０２２）
０􀆰 ０７０６ｂ

（０􀆰 ０２０）
０􀆰 ０７０６ｂ

（０􀆰 ０２０）
０􀆰 ０７１５ｂ

（０􀆰 ０２０）

Ｓｉｚｅ
０􀆰 １６７４ａ

（０􀆰 ０２８）
０􀆰 １６７７ａ

（０􀆰 ０２８）
０􀆰 １６７０ａ

（０􀆰 ０２８）
０􀆰 １５９１ａ

（０􀆰 ０２９）
０􀆰 １５９３ａ

（０􀆰 ０２９）
０􀆰 １５８５ａ

（０􀆰 ０２９）
０􀆰 ０９５５ａ

（０􀆰 ０１８）
０􀆰 ０９６５ａ

（０􀆰 ０１８）
０􀆰 ０９５８ａ

（０􀆰 ０１８）
０􀆰 ０９２８ａ

（０􀆰 ０２９）
０􀆰 ０９３９ａ

（０􀆰 ０１８）
０􀆰 ０９３２ａ

（０􀆰 ０２０）

Ａｇｅ
－０􀆰 １７５３ａ

（０􀆰 ０４４）
－０􀆰 １６３６ａ

（０􀆰 ０５２）
－０􀆰 １７２７ａ

（０􀆰 ０４９）
－０􀆰 １７６４ａ

（０􀆰 ０４３）
－０􀆰 １６４７ｂ

（０􀆰 ０５０）
－０􀆰 １７４４ｂ

（０􀆰 ０４７）
－０􀆰 ０６９５†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０４†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０７†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１６†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２４†

（０􀆰 ０４１）
－０􀆰０７２９†

（０􀆰 ０４１）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１􀆰 ５８４２
（１􀆰 ０５０）

１􀆰 ３７３９
（１􀆰 １２９）

１􀆰 ６５７４
（１􀆰 ０９２）

１􀆰 ５８５５
（１􀆰 ０４２）

１􀆰 ３７９７
（１􀆰 １２０）

１􀆰 ６７３５
（１􀆰 ０８１）

１􀆰 ２５３５ｃ

（０􀆰 ５１４）
１􀆰 ２５８８ｃ

（０􀆰 ５２８）
１􀆰 ３３７８ｂ

（０􀆰 ５２１）
１􀆰 ４７１８ｂ

（０􀆰 ５５７）
１􀆰 ４６９２ｂ

（０􀆰 ５７２）
１􀆰 ５５１７ｂ

（０􀆰 ５６７）
Ｎ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６９７７ ６９７７ ６９７７ ６９７７ ６９７７ ６９７７

Ｗｉｔｈｉｎ＿Ｒ２ ０􀆰 １２８０ ０􀆰 １２７７ ０􀆰 １２８５ ０􀆰 １３４５ ０􀆰 １３４１ ０􀆰 １３５０ ０􀆰 ０５６３ ０􀆰 ０５６４ ０􀆰 ０５７２ ０􀆰 ０６００ ０􀆰 ０６０１ ０􀆰 ０６０９
　 　 注：ａ、ｂ、ｃ 分别代表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０􀆰 １ 左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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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 ３ 中，国有企业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ｓ）与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Ｄｅｎ＿ｓｐ）的交互项（Ｄｅｎ＿ｓ ×Ｄｅｎ＿ｓｐ）的系数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为负；在模型 ９ 中，民营企业周围民营

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ｐ）与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ｐｓ）的交互项（Ｄｅｎ＿ｐ × Ｄｅｎ＿ｐｓ）的
系数也显著为负，上述两个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 Ｈ３，即所有权性质相同企业之间的社会责

任溢出效应与所有权性质不同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溢出效应具有互替性。 可见，在“二元所有制结

构”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水平差异确实相互削弱了彼此的社会责任溢出效应。
此外，模型 ４ ～模型 ６、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２ 还显示，在重复控制行业变量情况下，上述影响依然具

有稳健性。
２． 稳健性检验

（１）调整企业社会责任溢出范围的稳健性检验。 在中国分权式框架下，前述分析主要是在省

域范围内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但是从企业社会责任默会知识传播的

角度看，面对面的交流和经验共享是不可或缺的，企业间距离的增加则可能会削弱默会知识的传播

效果。 从晋升锦标赛的角度看，省域内的各级地方政府也有发展地方经济、防止因落后而被“边缘

化”的冲动（付强和乔岳，２０１１） ［６６］。 类似冲动会松弛企业社会责任监管、引发合谋行为，进而不利

于企业社会责任溢出效应的发挥。 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溢出的空间范围具有局部性，所以有必要

调整 Ｄｉｓｉｊ值，以检验相关关系的稳健性。
借鉴 Ｈｕｓｔｅｄ 等（２０１５） ［５６］关于地理接近性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论述，并参考上市公司所在

地市地域面积的分布情况，分别以 Ｄｉｓｉｊ ＜ １００ 千米和 Ｄｉｓｉｊ ＜ ２８０ 千米为界，根据方程（１）重新计算局

部企业社会责任密度，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①。 其中，模型 １ ～ 模型 ６ 为 Ｄｉｓｉｊ ＜ １００
千米的统计估计结果，模型 ７ ～模型 １２ 为 Ｄｉｓｉｊ ＜ ２８０ 千米的统计估计结果，且参照前文均未重复控

制行业变量。 具体而言，模型 １ 和模型 ７ 分析了国有企业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ｓ）对
焦点性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ｓ）的影响，二者的关系均显著为正；模型 ４ 和模型 １０ 分析了

民营企业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ｐ）对焦点性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ｐ）的影

响，二者的关系均显著为正。 上述四个模型表明，在调整企业社会责任溢出范围的情况下，假设 Ｈ１

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模型 ２ 和模型 ８ 分析了国有企业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ｓｐ）
对焦点性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ｓ）的影响，二者的关系均显著为正；模型 ５ 和模型 １１ 分析

了民营企业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ｐｓ）对焦点性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ｐ）的影

响，二者的关系均显著为正。 上述四个模型表明，在调整企业社会责任溢出范围的情况下，假设 Ｈ２

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模型 ３ 和模型 ９ 分析了交互项（Ｄｅｎ＿ｓ × Ｄｅｎ＿ｓｐ）与焦点性国有企业社会

责任表现（ＣＳＲ＿ｓ）的关系，结果均显著为负；模型 ６ 和模型 １２ 分析了交互项（Ｄｅｎ＿ｐ × Ｄｅｎ＿ｐｓ）与焦

点性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ｐ）的关系，结果均显著为负。 同时，与表 ２ 中的模型 ３ 相比，表 ３
中模型 ３ 和模型 ９ 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水平更高。 上述四个模型表明，在调整企业社会责任溢出范

围的情况下，假设 Ｈ３ 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３ 调整企业社会责任溢出范围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解释

变量

ＣＳＲ＿ｓ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ＣＳＲ＿ｐ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ＣＳＲ＿ｓ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ＣＳＲ＿ｐ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Ｄｅｎ＿ｓ
０􀆰 ０００７ａ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０ａ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６ａ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８ａ

（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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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表 ３ 和表 ４ 仅列出了主要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备索。



续表 ３
解释

变量

ＣＳＲ＿ｓ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ＣＳＲ＿ｐ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ＣＳＲ＿ｓ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ＣＳＲ＿ｐ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Ｄｅｎ＿ｓｐ
０􀆰 ００２５ａ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９ｃ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４ａ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８ｃ

（０􀆰 ００１）

Ｄｅｎ＿ｓ ×
Ｄｅｎ＿ｓｐ

－０􀆰 ００００ｂ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ｃ

（０􀆰 ０００）

Ｄｅｎ＿ｐ
０􀆰 ０００５ｂ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４ｂ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７ｂ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５ｂ

（０􀆰 ０００）

Ｄｅｎ＿ｐｓ
０􀆰 ０００３ｂ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９ａ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３ｂ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９ａ

（０􀆰 ０００）

Ｄｅｎ＿ｐ ×
Ｄｅｎ＿ｐｓ

－０􀆰 ００００ａ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ａ

（０􀆰 ０００）

控制

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１􀆰 ３６３３
（１􀆰 １０６）

０􀆰 ９０１６
（１􀆰 ２５３）

１􀆰 ２７９１
（１􀆰 ２０４）

１􀆰 ３１８７ｃ

（０􀆰 ５７４）
１􀆰 １３７０†

（０􀆰 ５７４）
１􀆰 ２０８３ｃ

（０􀆰 ５７９）
１􀆰 ６５４１
（１􀆰 ０４８）

１􀆰 ４７３３
（１􀆰 １９２）

１􀆰 ７８４７
（１􀆰 １３１）

１􀆰 ２１４５ｂ

（０􀆰 ５４３）
１􀆰 ０９１０ｂ

（０􀆰 ５５４）
１􀆰 ２２０１ｂ

（０􀆰 ５７６）

Ｎ ４７０２ ４６４６ ４４９９ ６５６０ ６２７６ ６２０６ ４９６８ ４９８２ ４９３３ ６８０５ ６５７４ ６５５３

Ｗｉｔｈｉｎ＿Ｒ２ ０􀆰 １２７７ ０􀆰 １２７５ ０􀆰 １２９５ ０􀆰 ０５６５ ０􀆰 ０６０３ ０􀆰 ０６０８ ０􀆰 １２９６ ０􀆰 １２５９ ０􀆰 １２８９ ０􀆰 ０５７０ ０􀆰 ０５８４ ０􀆰 ０５８９

　 　 注：ａ、ｂ、ｃ 分别代表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０􀆰 １ 左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考虑到国有企业异质性的稳健性检验。 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在职能、规模和履行社

会责任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缑倩雯和蔡宁，２０１５） ［４９］。 考虑到国有企业构成的异质性可能会

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溢出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本文拟进一步使用样本分拆的方法进行稳健

性检验。 同时，将因变量的衡量指标更换为 ５ 级排序数据，并使用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方法进行估计，结果

如表 ４ 所示。 具体而言，模型 １ 估计了中央企业周围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ｃ）对焦点性中

央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ｃ）的影响，二者的关系显著为正；模型 ７ 估计了地方国有企业周围地方

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ｌ）对焦点性地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ｌ）的影响，二者的关

系显著为正；模型 ４ 估计了民营企业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ｐ）对焦点性民营企业社

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ｐ）的影响，二者的关系不显著但系数仍为正。 上述三个模型在相当程度上说明

假设 Ｈ１ 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模型 ２ 估计了中央企业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ｃｐ）
对焦点性中央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ｃ）的影响，二者的关系显著为正；模型 ５ 估计了民营企业周

围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ｐｃ）对焦点性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ｐ）的影响，二者的关

系显著为正；模型 ８ 估计了地方国有企业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ｌｐ）对焦点性地方国

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ｌ）的影响，二者的关系显著为正；模型 １０ 估计了民营企业周围地方国有企

业的社会责任表现（Ｄｅｎ＿ｐｌ）对焦点性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ｐ）的影响，二者的关系显著为正。
上述四个模型说明假设 Ｈ２ 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模型 ３ 分析了交互项（Ｄｅｎ＿ｃ × Ｄｅｎ＿ｃｐ）与焦点

性中央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ｃ）的关系，二者的关系显著为负；模型 ６ 分析了交互项（Ｄｅｎ＿ｐ × Ｄｅｎ＿
ｐｃ）与焦点性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ｐ）的关系，二者的关系不显著但系数仍为负；模型 ９ 分析了

交互项（Ｄｅｎ＿ｌ ×Ｄｅｎ＿ｌｐ）与焦点性地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ｌ）的关系，二者的关系不显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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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仍为负；模型 １１ 分析了交互项（Ｄｅｎ＿ｐ × Ｄｅｎ＿ｐｌ）与焦点性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ＣＳＲ＿ｐ）的关

系，二者的关系显著为负。 上述四个模型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假设 Ｈ３ 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４ 考虑到国有企业异质性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ＣＳＲ＿ｃ ＣＳＲ＿ｐ ＣＳＲ＿ｌ ＣＳＲ＿ｐ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Ｄｅｎ＿ｃ
０􀆰 ０００６ａ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７ｃ

（０􀆰 ０００）

Ｄｅｎ＿ｃｐ
０􀆰 ００１１ａ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９ｂ

（０􀆰 ０００）
Ｄｅｎ＿ｃ

× Ｄｅｎ＿ｃｐ
－０􀆰 ００００ｃ

（０􀆰 ０００）

Ｄｅｎ＿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Ｄｅｎ＿ｐｃ
０􀆰 ０００５ｂ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９ｂ

（０􀆰 ０００）
Ｄｅｎ＿ｐ

× Ｄｅｎ＿ｐｃ
－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Ｄｅｎ＿ｌ
０􀆰 ０００７ａ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Ｄｅｎ＿ｌｐ
０􀆰 ００１９ａ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１ａ

（０􀆰 ０００）
Ｄｅｎ＿ｌ

× Ｄｅｎ＿ｌｐ
－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Ｄｅｎ＿ｐｌ
０􀆰 ００１１ａ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８ａ

（０􀆰 ０００）
Ｄｅｎ＿ｐ
× Ｄｅｎ＿ｐｌ

－０􀆰 ００００ａ

（０􀆰 ００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７８５ １７８５ １７８５ ６９７７ ６７６７ ６７６７ ３３０２ ３３０２ ３３０２ ６９５６ ６９５６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 １０１７ ０􀆰 １０３２ ０􀆰 １０４２ ０􀆰 ０８６０ ０􀆰 ０８８９ ０􀆰 ０８９０ ０􀆰 １２１０ ０􀆰 １２４３ ０􀆰 １２４４ ０􀆰 ０８６６ ０􀆰 ０８７５

　 　 注：ａ、ｂ、ｃ 分别代表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０􀆰 １ 左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五、 进一步讨论：在制衡中演进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在“二元所有制结构”下，受寻租性动机和“迎”与“拒”矛盾性态度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溢出

效应不仅存在于所有权性质相同的企业之间（假设 Ｈ１），也存在于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之间（假
设 Ｈ２），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存在时的社会责任溢出效应则具有互替性（假设 Ｈ３）。 在上述结

论中，蕴含着多重影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演进的制衡机制，有必要展开讨论。
首先，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

任表现对焦点性国有企业（Ｄｅｎ＿ｓ→ＣＳＲ＿ｓ）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对焦

点性民营企业（Ｄｅｎ＿ｐ→ＣＳＲ＿ｐ）也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说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演进蕴含着一

定的产权同构机制，即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会向周围国有企业靠拢，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会向周围民营企业靠拢。 这种产权同构机制，一方面确立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学习与

模仿的基本对象，定位了两类企业社会责任投入的基准；但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引发了两类企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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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水平的疏离，即：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会将社会责任表现维持在较高水平；相对于国有

企业，民营企业会将社会责任表现约束在较低水平。
其次，在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显著高于民营企业的情况下，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对

焦点性民营企业（Ｄｅｎ＿ｐｓ→ＣＳＲ＿ｐ）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意味着在“欲拒还迎”中，民营企业会参照周围

的国有企业，适度优化自身的社会责任表现；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对焦点性国有企业

（Ｄｅｎ＿ｓｐ→ＣＳＲ＿ｓ）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意味着在“欲迎还拒”中，国有企业也会参照周围的民营企业，适
度降低自身的社会责任水平。 在不考虑交互作用的情况下，是国有企业带来的优化作用大（Ｄｅｎ＿ｐｓ→
ＣＳＲ＿ｐ），还是民营企业引发的抑制作用大（Ｄｅｎ＿ｓｐ→ＣＳＲ＿ｓ），将取决于产权同构机制下企业社会责任

溢出效应的大小。 表 ２ 中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系数显示，在具有相同量纲的情况下，周围民营企业社会

责任表现对焦点性国有企业的溢出性影响（Ｄｅｎ＿ｓｐ→ＣＳＲ＿ｓ）要大于周围国有企业对焦点性国有企业

的影响（Ｄｅｎ＿ｓ→ＣＳＲ＿ｓ），这表明国有企业吸收了更多处于较低水平的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溢出。 即，
国有企业在同时吸收周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溢出的情况下，周围民营企业的抑制作用要大于周围

国有企业的同构作用，其结果是，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降低了。 从模型 ７ 和模型 ８ 的系数看，在
具有相同量纲的情况下，周围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焦点性民营的溢出性影响（Ｄｅｎ＿ｐ→ＣＳＲ＿ｐ）要
大于周围国有企业对焦点性民营企业的影响（Ｄｅｎ＿ｐｓ→ＣＳＲ＿ｐ），这表明民营企业吸收了更多处于同一

水平的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溢出。 即，民营企业在同时吸收周围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溢出的情况下，
周围民营企业的同构作用要大于周围国有企业的优化作用，其结果是，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并未

获得太多的优化。 上述溢出机制，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表现长期处于低水平演进的重要原因。
再次，在溢出效应的交互作用中，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向焦点性国有企业的溢出性影

响（Ｄｅｎ＿ｓ→ＣＳＲ＿ｓ），会随着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向焦点性国有企业溢出（Ｄｅｎ＿ｓｐ→ＣＳＲ＿
ｓ）的增加而减少，从而制约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同构性演进；周围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向焦点性民营企业的溢出性影响（Ｄｅｎ＿ｐ→ＣＳＲ＿ｐ），会随着周围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向焦点性

民营企业溢出（Ｄｅｎ＿ｐｓ→ＣＳＲ＿ｐ）的增加而减少，从而抑制了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低水平同构。
上述规律不仅反映了“二元所有制结构”并存时，企业社会责任溢出性影响的复杂性，也呈现了中

国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低水平演进的又一机制。
总之，在“二元所有制结构”下，产权的异质性，不仅引发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发展

水平的差异，也通过溢出效应，在二者之间引发了制衡性互动。 可见，产权分异下，国有企业和民营

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溢出效应是一把“双刃剑”。

六、 研究结论与启示

１． 研究结论

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过程中，众多政策性文件指出，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 但是，
在“二元所有制结构”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显著差距性和演变趋势的“若即若

离”性，似乎预示着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形成机制远比表率作用复杂。 为了揭示其中的机理，
文章按照“动机—态度—行为反应”的逻辑，围绕所有权差异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溢出效应展开了理

论分析，并进行了实证检验，获得的主要理论推论与实证结果主要包括：
第一，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对社会责任普遍抱有寻租性动机；同时，国有企业对社会

责任持有“欲迎还拒”态度，民营企业对社会责任持有“欲拒还迎”态度。 受上述动因和态度的影

响，在“二元所有制结构”下，企业社会责任溢出在三个层面形成了互动：所有权性质相同时，企业

社会责任的溢出性影响；所有权性质不同时，企业社会责任的溢出性影响；不同所有权企业并存时，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溢出的交互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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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证结果显示：对于所有权性质相同的企业而言，周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正向显著影

响了焦点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对于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而言，周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正向

显著影响了焦点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所有权性质相同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溢出性影响，与所有

权性质不同企业之间社会责任溢出性影响的共存，产生的交互效应具有互替性。
第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溢出效应是把“双刃剑”，并在制衡中推动着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的演进：对于所有权性质相同的企业而言，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向焦点企业的正向溢

出，奠定了该类企业社会责任同构性演进的基础。 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显著

差异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溢出及其交互效应，对我国的社会责任建设既

有促进作用又有抑制作用，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低水平演进的重要成因。
２． 主要启示

本文的政策含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实证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确实会通过溢出效应对民营企业起到“表率”作用，因此，通过

国有企业的表率作用推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制度设计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在“二元所有

制结构”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具有相互参照性和制衡性，在寻租性动机与“欲
迎还拒”态度的作用下，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也会受到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在发展

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这一影响类似于向底部竞争，从而拉低了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
阻碍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优化与示范效应的发挥。 因此，推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制度设

计不仅要重视国有企业的表率作用，还应该重点激发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热情、提升民营企业

的社会责任水平，以便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良性互动。
第二，考虑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社会责任溢出的多向度性，为了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社

会责任表率作用这一制度设计的实践效果，除了需要提高民营企业这一参照体的社会责任水平之

外，尚需要进一步引导国有企业向上竞争推动自身的社会责任发展，而不是向底部竞争过多吸收表

现不佳的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溢出。 当然，国有企业应该履行怎样的社会责任本身也是有争议的，
特别是当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时常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在当前阶段，将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定位

为综合绩效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戴锦和和军，２０１５） ［６７］，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
第三，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持有的“欲迎还拒”态度，民营企业对社会责任持有的“欲拒还迎”

态度，从表面看，是企业针对中国现阶段市场不完备、法制不健全这一制度环境所做出的调适性反

应；但从根本上看，则是企业在比较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选择。 事实

上，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只有当企业付出的成本小于获得的收益时，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才会有动

力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因此，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治理，还是应该回归到成本与收益这一主

线上来。 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完善制度环境等外部约束机制，加大对侵害社会福利行为的惩罚，提
高对维护社会福利行为的奖励；另一方面，则应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选择促进企业

优胜劣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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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８，（５１）：５３７ － ５５５．
［４４］费显政，李陈微，周舒华． 一损俱损还是因祸得福？ ———企业社会责任声誉溢出效应研究［ Ｊ］ ． 北京：管理世界，２０１０，

（４）：７４ － ８２，９８．
［４５］Ｃｈｅｎ，Ｙ． Ｈ． ，Ｘ． Ｗ． Ｗｅｎ，ａｎｄ Ｍ． Ｚ． Ｌｕｏ．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１６，５５，（１）：１ － １３．
［４６］Ｍａｒｑｕｉｓ ，Ｃ． ，ａｎｄ Ａ． Ｔｉｌｃｓｉ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Ｈｏ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ｅｅ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Ｊ］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２７，（５）：１３２５ － １３４１．
［４７］Ｇｉｌｂｅｒｔ，Ｂ． Ａ． ，Ｐ． Ｐ．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ａｎｄＤ． Ｂ． 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２３）：４０５ － ４２２．
［４８］Ａｉｅｌｌｏ，Ｆ． ，ａｎｄ Ｐ． Ｃａｒｄａｍｏｎｅ． Ｒ＆Ｄ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Ｉｔａｌ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 ．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８，（３４）：１４３ － １６６．
［４９］缑倩雯，蔡宁．制度复杂性与企业环境战略选择：基于制度逻辑视角的解读［Ｊ］．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５，（３）：１２５ －１３８．
［５０］ Ｐｅｒｒｉ， Ａ． ， Ｕ．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Ｐ． ＣＮ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Ｒｉｓｋｓ： ＭＮＣ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３，４８，（４）：５０３ － ５１４．
［５１］Ｌｉｎ，Ｃ． Ｈ． ，Ｗ． Ｈ． Ｈｕａｎｇ，ａｎｄ Ｚ． Ｍａｒｃｅ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Ｒｅｇｒｅ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

２７，（３）：７８１ － ７９２．
［５２］潘奇，朱一鸣，林枫． 两难困境下国有企业最优捐款策略———基于产权性捐款差异及其绩效的实证发现［Ｊ］ ． 北京：中国工

业经济，２０１５，（９）：１４５ － １６０．
［５３］陈志军，闵亦杰． 家族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解释［Ｊ］ ． 北京：经济管理，２０１５，（４）：４２ － ５０．
［５４］Ｄｅｇｌ􀆳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ｉ，Ｍ． ，Ｒ． Ｍａｔｏｕｓｅｋ，Ｚ． Ｓｅｖｉｃ，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Ｂａｎｋ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ｓ：Ｄｏｅ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ｔｅ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Ｍｏｎｅｙ，２０１７，（４６）：１８８ － １９８．
［５５］Ｗａｎｇ，Ｃ． Ｃ． ，ａｎｄ Ａ． Ｗｕ．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ＦＤＩ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６，（２５）：８９５ － ９０６．
［５６］Ｈｕｓｔｅｄ，Ｂ． Ｗ． ，Ｄ． Ｊａｍａｌｉ，ａｎｄ Ｗ． Ｓａｆｆａｒ． Ｎｅａｒ ａｎｄ Ｄｅａｒ？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ＳＲ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５，（３７）：２０５０ － ２０７０．
［５７］曾冰，郑建锋，邓波．地方保护主义与我国省会城市发展：理论与实证分析［Ｊ］．南昌：江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４）：１２ －２２．
［５８］巫强，朱姝，安修伯． 中国劳动力流动存在省际边界壁垒吗？ ———基于暂住证数据的实证研究［ Ｊ］ ． 厦门：中国经济问题，

２０１６，（６）：３ － １３．
［５９］李善同，侯永志，刘云中，陈波． 中国国内地方保护问题的调查与分析［Ｊ］ ． 北京：经济研究，２００５，（１１）：７８ － ８４．
［６０］王文举，范合军． 我国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影响的分析［Ｊ］ ． 南昌：当代财经，２００９，（１）：８５ － １０１．
［６１］Ｃｈｉｕ，Ｓ． Ｃ． ，ａｎｄ Ｍ． Ｓ． Ｓｈａｒｆａｍａｎ．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１，３７，（６）：１５５８ － １５８５．
［６２］张建君，张闫龙． 董事长 － 总经理的异质性、权利差距和融洽关系与组织绩效———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Ｊ］ ． 北京：管理世

界，２０１６，（１）：１１０ － １２０．
［６３］马胡杰，徐泰玲，石岿然． 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Ｊ］ ．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３）：８５ － ９４．
［６４］贺小刚，朱丽娜，杨婵，王博霖． 经营困境下的企业变革： “穷则思变” 假说检验 ［ Ｊ］ ．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７，

（１）：１３５ － １５４．
［６５］郑志刚，吕秀华． 董事会独立性的交互效应和中国资本市场独立董事制度政策效果的评估［ Ｊ］ ． 北京：管理世界，２００９，

（７）：１３３ － １４４．
［６６］付强，乔岳． 政府竞争如何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关系再探讨［ Ｊ］ ． 北京：世界经济，２０１１，（７）：

４３ － ６３．
［６７］戴锦，和军． 国有企业责任辨析［Ｊ］ ． 北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５，（３）：２７ －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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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Ｗｈｏｍ：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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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ｈａｎ ｉｔｓ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ｒｏｌ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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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ｄｕａｌ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 ｏｆ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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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ｈａｖｅ ｒｅｎｔ⁃ｓｅｅｋ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ｏｌｄ ａ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ｂｕｔ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 ｉｔ，ｗｈｉｌ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ｏｌｄ ａ “ｒｅｊｅｃｔｉｖｅ ｂｕｔ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ｖｅｌｓ： （ １ ） 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ｓａｍｅ； （２） 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３）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ｈｅ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ｏｅｘｉｓｔ．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ｐｕｂｌｉｃｌｙ ｌｉｓｔ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６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１） ｆｏｒ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ｆｉｒｍｓ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 ２ ） ｆｏｒ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ｆｉｒｍｓ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 ３ ） 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ｃｏｅｘｉｓｔ，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ｈａｖｅ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ｔ ｉｓ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ｎｅｓｉｓ ｄｏｕｂｌｅ⁃ｅｄｇｅｄ ｓｗｏｒｄ，ａｎｄ ｉ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ｃｋｓ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Ｂｅｓｉｄｅｓ，ｆｏｒ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ｔｈｅ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ａｙ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ｏ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１）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ａ ｂｅｎｉｇ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ｎｅｓ，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ｎｅｓ；（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ｎｅ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ｌｙ ｇｕｉｄｅ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ｒａｃｅ ｔｏ
ｂｏｔｔｏｍｔｏ ｏｖｅｒ⁃ａｂｓｏｒｂ 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ｆｒｏｍ ｕｎ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３） ｐｒｏｆｉｔ⁃ｓｅｅｋ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ｌｌ ｔｒｕｌｙ ａｔｔａｃ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ｇａｉ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ｐａｉｄ， ｓｏ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ｕａｌ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１４，Ｇ３０，Ｇ３９
ＤＯＩ：１０􀆰 １９６１６ ／ ｊ． ｃｎｋｉ． ｂｍｊ􀆰 ２０１８􀆰 １２􀆰 ００７

（责任编辑：刘建丽）

２２１

刘春济，朱梦兰　 谁影响了谁：产权性质、企业社会责任溢出与表现




